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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春秋晚期阶段，贵族墓葬中的随葬乐钟出现了两方面显著的制度性变革 ：一方面是对单类
乐钟的偏好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以甬钟、钮钟、镈钟所构成的三元组合编钟系统，在南方的曾国墓葬内出
现了全新的甬钟编列方式，即全套编钟仅以甬钟构成，而北方的晋国墓葬则出现镈钟编列方式，全套编
钟只用镈钟而不见甬、钮钟。这两种革新性的葬钟组合形式对于战国礼制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使
得乐钟类型之间的约束逐渐被打破，钟型相互替代的现象层出不穷，也导致了战国中期之后随葬乐钟组
合的不断简化。另一方面，从春秋晚期开始，随葬编钟的摆放形式亦出现重要变革，折曲钟磬逐渐成为
贵族们的共识并在各地涌现，虽然它们之间缺乏统一的形式规范，但无疑是贵族们将金石之器多面环绕
的礼制意识的反映，并为战国之后礼典文献中有关“乐悬制度”的创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葬钟配列方
式与摆放形式的双重变化是春秋晚期乐钟随葬制度变革的核心体现，不仅为探讨战国乐钟葬制的形成提
供了重要的资料，亦为理解这一时期的“礼崩乐坏”局面开辟了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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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社会奉守“礼乐并重”的治国原则，各类
编钟、编磬与青铜礼器一样，成为贵族身份等级的
重要标识，并形成一套独特而严格的乐钟制度。历
经西周至春秋时代的发展，至春秋中晚期阶段，周
人已经构建起完备的由钮钟、甬钟、镈钟所构成的
三元组合编钟系统，而不同等级的贵族也形成了各
□张闻捷
试论春秋晚期乐钟随葬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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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别的乐钟组合形式。①《左传·襄公十一年》
记载“郑人赂晋侯，以……歌钟二肆，及其镈磬”，
即诸侯等级使用两列歌钟与一列镈钟，而晋侯仅赏
赐重臣魏绛两肆乐钟（歌钟一肆、镈钟一肆），说
明二者的用乐组合是显然不同的。考古资料对此亦
多有反映 ：如河南叶县旧县 M4 许灵公墓便随葬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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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两组各 10 件、镈钟两组共 8 件（分为有脊镈 4
件和无脊镈 4 件）、钮钟一组 9 件（图 1）；①新近
发掘的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同样随葬甬钟 9 件、
镈钟 4 件、钮钟 9 件 ；②其他像寿县蔡侯墓、辉县
琉璃阁甲墓、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邳州九女墩三
号墓、曾侯乙墓等贵族墓葬中也都采用了类似的多
元编钟配列，③说明这已成为此时各地高级贵族们
的共识，而中小贵族用乐则依次降差。④
图 1　叶县旧县 M4 出土三元组合编钟系统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考古所见周代的编钟多
出土于墓葬之内，迄今未见宗庙中乐钟的实际组合
情况。而墓葬的营建与随葬品的选择、陈设，又受
到墓室空间、生死观念、财富多寡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和制约，往往呈现出与宗庙礼制不同的特点，所
以当我们主要通过考古资料来探讨周代乐钟使用方
式的变化时，无疑将其定义为乐钟的随葬制度更为
准确，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贵族生前的用乐模式。
当然，这二者之间又并非是绝然割裂的，仅从青铜
礼器的角度看，无论是形制、纹饰还是组合、制度
等，葬器都受到了生前用器的强烈影响，同样是身
份等级的重要反映。所以，基于这一原则，我们也
可以从乐钟随葬制度的角度来粗略窥探贵族用乐观
念的宏观变化。
实际上，春秋末年，由于列国政局急剧动荡，
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均出现了显著的变革，相应地，
礼乐制度亦随之革新。通过考察南方曾国与北方晋
国的一系列贵族墓葬随葬乐钟，可以发现两点迥异
于此前时代的全新乐钟随葬制度 ：其一是逐渐兴起
的对单类编钟的偏好，并成为战国乐钟葬制新的典
范 ；其二是新的随葬乐钟摆放形式的出现，折曲钟
磬逐渐成为各地贵族的新兴风尚，而这又与礼制文
献的成书息息相关。今试分析如下。
一、随葬编钟配列方式的变革
编钟配列方式是指在整套编钟内，不同类型的
乐钟遵循音律要求，选用特定的数量并按照相应的
排列方式悬挂组合。通常来讲，等级较高的贵族其
钟型配备亦更为丰富，钟列结构更为复杂，即前文
所述的三元组合编钟系统，而等级较低的贵族则常
常仅有两类或一类乐钟，以此形成身份等差。但是，
当高等级贵族墓葬中所见编钟的配列方式亦普遍只
采用一类乐钟时，必然意味着一种新的随葬乐钟选
择理念的出现。
A. 曾国的甬钟偏好
首先来看曾国墓葬中新的编钟配列方式。在新
近发掘的随州文峰塔 M1 春秋晚期曾侯舆墓中，共
出土乐钟 10 件，其中 5 件完整，5 件残缺，均为甬钟。
依据器形特征及钟体铭文可以将编钟分为三组 ：
A 组铸于“惟王正月吉日甲午”，器形硕大，长甬、
长枚，衡部与甬体饰浮雕蟠魑纹，舞部与鼓部饰浮
雕蟠龙纹，铭文按“右起左行”分布，全文共 169 字，
叙述曾侯克定楚难、改复曾疆的功绩；B 组铸于“惟
王十月吉日庚午”，器形略小于 A 组，长甬、长枚，
①  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叶县文化局 ：《河南叶
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 年第 9 期。
②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沂水纪王崮春秋墓
出土文物集萃》，文物出版社，2016 年。
③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 ：《寿
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 年 ；山东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沂水县文物管理站 ：《山东沂水刘家
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9 期 ；孔令
远、陈永清 ：《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考
古》2002 年第 5 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辉县
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 年；湖北省博物馆：《曾
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4 年。
④  音乐史学者对此已经多有讨论，考古资料的梳
理亦可参看张闻捷《周代葬钟制度与乐悬制度》第二
节的讨论，《考古学报》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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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部饰涡纹，舞部与正鼓部饰浮雕蟠魑纹，铭文亦
采用“右起左行”模式，全文经补足为 38 字，记叙
曾侯定曾土、做钟“以祈眉寿”；C 组器形最小，长甬，
钟枚呈上细下粗的圆柱体，顶端弧突，饰涡纹。两
面正鼓部均用红铜铸镶圆涡纹或鸟云纹作为敲击标
志，甬体及鼓部饰细小的蟠螭纹。钟体铭文同样采
用“右起左行”模式，全文共 36 字，记述铸钟的用
途主要为宴乐“吾以及大夫、肆士”。①所以无论从
器形、纹饰，还是铭文内容来看，这均是三组不同
阶段铸造的甬钟临时被拼凑在一起，与曾侯乙编钟
的中层情况十分相似（详下文）。虽然这座墓葬曾被
盗掘，但也很难想象会仅盗走镈钟、钮钟而仍剩下
完整的并带有长篇铭文的甬钟，且在迄今所见采用
三元组合编钟系统的例子内，也没有见到同时配备
三套甬钟的。所以更为合理的推测是，曾侯舆就只
使用了三套（或者更多）甬钟随葬，采用的是全套
甬钟的配列方式，其中 A 组应是替代此前盛行的镈
钟组合，而 B、C 组则是分作两列的主体乐钟。这
又可以得到其他曾侯墓葬的印证。
随州擂鼓墩一号墓为战国初年曾侯乙之墓，出
土九鼎八簋组合及完整编钟、编磬各一套。编钟皆
出于中室，共计 65 件，分作三层，上层悬挂 19 件
钮钟，中层悬挂 32 件甬钟（又分为 9、11、12 三组），
下层悬挂 13 件甬钟及 1 件大镈钟。从钟型配备来
看，似乎亦是三元组合编钟系统，但其实最下层的
镈钟仅有 1 件，并不成组，而且音律上也不与其他
13 件甬钟搭配（替换掉原有的“姑洗之大羽”甬钟），
显然是考虑到作为楚惠王赠送的特别之物而临时被
添加、拼凑进来的（原打算共装 4 件），并不属于
原有的钟列之内 ；最上层的 19 件钮钟则被分隔在
三个不同的小钟架内，分为 6、6、7 三组。谭维四、
冯光生先生曾指出，上层二、三组钮钟实际是从
中层最左侧短梁上被撤下的 14 件钮钟内挑选而来，
但分组时缺少一钟。而上层一组钮钟则是从另一套
完整钮钟内抽出 6 件加入的，也就是说，这些钮钟
完全是拼凑形成的结果，②且各组在音律上也是十
分紊乱，“音列结构都不符合演奏乐曲的要求”③，
与钟虡上所标音高也无一对应，同时距离地面过高
（高 2.65—2.75 米），也未见演奏它们用的钟槌出土，
所悬之虡上又无标音铭文，表明这些编钟也是按照
某种特定的需要后加的，而非演奏之用。④从这些
迹象看来，曾侯乙编钟的演奏实际是仅依靠甬钟来
完成的，是一套以甬钟为核心的配列方式，只是在
丧葬活动中由于特殊的原因而临时将钮钟、镈钟加
入进来，却并不具有实际的用途。
发掘报告中还进一步指出，该编钟中层短梁上
有已经被填塞的 14 个长方形榫槽和小方孔，表明
其曾悬挂过 14 件钮钟，后来，钟梁被截短、填塞，
重新髹漆着彩，改挂上 11 件甬钟。但因钟梁被截短
（受墓葬空间所限），而被迫将两件甬钟悬挂在梁端
铜套上，⑤由此亦可见墓主人对于甬钟钟型的偏好。
战国中期的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因为同样出土了
升鼎 9 件、方座簋 8 件，所以也是一代曾侯之墓。
墓内编钟皆为明器，故未被盗掘，共计 36 件，全
为甬钟。其中 8 件体型较大，28 件体型较小，音
律紊乱，无法演奏。与曾侯乙编钟一样，这些乐钟
在墓葬内也呈特殊的折曲形式摆放，所以他们在乐
钟葬制上是一脉相承的，⑥只是擂鼓墩二号墓的墓
主不再有丧事中的诸多调整，而直接以明器编钟随
葬，这也是战国之后日趋普遍的现象，但仅用甬钟
配列的方式却无疑是曾国特有的乐钟葬制。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 ：《随
州文峰塔 M1（曾侯舆墓）、M2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
2014 年第 4 期。
②  谭维四、冯光生 ：《关于曾侯乙墓编钟钮钟音
乐性能的浅见—兼与王湘同志商榷》，《音乐研究》
1981 年第 1 期。
③  李纯一 ：《曾侯乙墓编钟的编次和乐悬》，《音
乐研究》1985 年第 2 期 ；黄翔鹏先生在《先秦文化的
光辉创造—曾侯乙墓的古乐器》一文中亦指出曾侯
乙编钟实际用于演奏的仅有中、下两层乐钟，《文物》
1979 年第 1 期 ；有学者指出上层乐钟为定律之用，但
实际上 19 枚乐钟中仅有 9 枚标有乐律铭文。总体上诸
家学者都赞同上层乐钟乐律混乱、无法演奏的结论。
另可参看潘建明《曾侯乙编钟音律研究》，《上海博物
馆集刊》1982 年第 2 期。
④  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⑤  同上注，另参看邹衡、谭维四主编《曾侯乙编钟》
（上册），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 年，第 159 页。
⑥  随州市博物馆 ：《随州擂鼓墩二号墓》，文物出
版社，2008 年 ；许定慧 ：《擂鼓墩二号墓编钟及其音
率测试》，《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8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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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这些墓例可以看出，从春秋晚期开始，曾
侯墓葬中盛行仅以多套甬钟搭配的编列方式，即全
套乐钟只见甬钟，取代了传统的三元组合编钟系统，
成为区域性的新的乐钟葬制，我们可以称其为“甬
钟偏好”。这一方面当然是得益于乐钟铸造、调音
技术的进步，使得甬钟亦可以达到镈钟、钮钟的音
律要求，而另一方面又折射出曾国高级贵族对于古
老的甬钟形态的偏好。张昌平先生曾提及曾国墓葬
对于甬钟具有特殊的喜好，①现在又可以进一步得
到考古新资料的证实。
由此，我们又可以来进一步解答曾令人倍感
困惑的王孙诰编钟的问题。在淅川下寺 M2 国令尹
薳子冯墓中，曾出土有一套著名的“王孙诰编钟”，
共计 26 件，未被盗扰，但钟型却全为甬钟，分为
大型 8 件、小型 18 件，在墓内成两列分布，②这与
已知的春秋时期楚国乐钟葬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
点 ：像下寺 M1 随葬 9 件一组的钮钟，下寺 M10 随
葬 8 件镈钟、9 件钮钟，淅川和尚岭 M2 蒍子受墓
（春秋晚期）随葬 8 件镈钟、9 件钮钟，淅川徐家
岭 M3、M10 同样随葬镈钟 8 件、钮钟 9 件，固始
侯古堆一号墓随葬镈钟 8 件、钮钟 9 件等③，未见
一例只使用甬钟的现象。而在明晰了曾国新的乐钟
葬制特点后，我们便可以知晓“王孙诰编钟”其实
是借鉴了这一时期的曾国乐制而设计、铸造的，与
楚制无涉。那么，王孙诰就与薳氏家族的乐制风格
截然不同，这对探讨他的身份无疑提供了新的启示。
B. 晋国的镈钟偏好
与曾国贵族仅用甬钟来构成全套随葬乐钟所不
同的是，这一时期北方的晋国公族墓葬又盛行镈钟
编列，即全套随葬编钟内只见镈钟，而全不用甬钟
和钮钟搭配。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当属山西太原金胜村 M251，
墓主为春战之际的晋国公卿赵简子或赵襄子，七鼎
级别，未被盗扰。随葬乐钟共 19 件，却全为镈钟，
按照器形、纹饰分作两类，分别为体型较大的夔龙
纹镈钟 5 件和体型较小的散虺纹镈钟 14 件。我们
知道，5 件一组的镈钟遵循的仍是传统的镈钟器用
制度（北方地区一般以 4—5 件成组），而 14 件一
组的镈钟却采用的是钮钟的数量组合方式。④也就
是说，从传统乐钟搭配来看，墓主人应该使用镈钟
5 件、钮钟 14 件的配列，但很显然，他更倾向于
采用雍容华贵的镈钟来取代钮钟，从而形成了 14
件镈钟成组这样一种全新的随葬乐钟组合形式。
此外，像山西侯马上马村 M5218 为春秋晚期
晋国 5 鼎贵族墓葬，出土镈钟 13 件，分为兽形钮
4 件（明器）和环形钮 9 件（以镈代钮），未用钟虡，
与编磬及其他青铜礼器一起叠放在墓室西侧 ；⑤上
马村 M1004 为春秋晚期 5 鼎贵族墓葬，出土双兽
钮镈钟一套 9 件（以镈代钮），成一列置于棺椁南
部 ；⑥山西屯留车王沟春战之际墓葬中出土一套编
镈钟 9 件，底面平，钟体饰夔龙、蟠魑纹，乳钉
状钟枚，并搭配编磬一套 9 件 ；⑦新近发掘的山西
临汾陶寺北墓地 M1 五鼎贵族墓中出土编钟一套 8
件，均为镈钟，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 ；⑧临猗
程村 M0002 为春秋中晚期晋国 7 鼎贵族墓葬，出
土镈钟一套 9 件（以镈代钮），同时又搭配一套钮
钟 9 件。⑨上述例证呈现出新、旧两种乐制共存的
状态，因此启示我们，这种镈钟配列方式可能正是
源于晋国内部。
另在战国初年的河南汲县山彪镇一号墓中，墓
主为五鼎级别的魏国贵族，也恰出土了镈钟 14 件，
分为两型，较大者 5 件，较小者 9 件，与赵卿墓中
的乐钟情况较为相近。而根据郭宝钧先生所提供的
墓葬平面草图来看，这些乐钟正作两列排布，较大
①  张昌平 ：《曾国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9 年，第 220—222 页。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
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
1991 年。
③  邵晓洁：《楚钟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 年。
④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
《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 年；王子初：《太
原金胜村 251 号春秋大墓出土编镈的乐学研究》，《中
国音乐学》1991 年第 1 期。
⑤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文物出版社，
1994 年。
⑥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马墓地》1994 年。
⑦  项阳、陶正刚：《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
大象出版社，2000 年，第 72 页。
⑧  承蒙发掘者告知，谨致谢忱。
⑨  赵慧民、李百勤、李春喜 ：《山西临猗县程村
两座东周墓》，《考古》1991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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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 件在墓内西南角，而较小的 9 件则在其东南侧
另成一列分布。①
从这些墓例可以看出，在春秋晚期阶段，部分
晋国公族也开始摆脱传统乐钟葬制的束缚，而偏好
将镈钟作为核心乐器，以镈代甬或以镈代钮，形制
上取用镈钟形态，而数量上又遵循甬钟或钮钟的规
范。这样全套随葬乐钟就仅以镈钟构成，不见甬、
钮钟。与南方曾国的甬钟偏好一起，他们形成了这
一时期各具特色的随葬乐钟组合形式，共同揭开了
乐钟葬制变革的新篇章。
当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曾、晋
两国贵族墓葬皆采用的是上述甬钟或镈钟的配列方
式，新、旧礼制的更替绝非一日之功。像枣阳曹门
湾 M30 曾国贵族墓便出土的是一套 10 件的钮钟，②
而山西长治分水岭 M269 随葬甬钟 9 件、钮钟 9 件，
M270 随葬甬钟 8 件、钮钟 9 件等，③便仍遵循的是
传统的乐钟葬制。但是当新的随葬乐钟配列方式出
现之后，便迅速盛行起来，并对战国之后的乐钟埋
葬制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我们将在后文中重点
论述这一问题。
二、随葬编钟摆放形式的变革
编钟使用需按照一定的形式展开，这既是为演
奏之便，同时也可以成为彰显身份等级的又一工具。
西周至春秋早中期，贵族墓葬中的编钟多成列分布，
或者为节约空间，而简单叠置或套置在一起，并未
出现将随葬钟磬折曲摆放的现象。像北赵晋侯墓地
M93 疑为“晋文侯”墓中，共出土 16 件甬钟，分
为大小两组，已是西周乐制发展的巅峰。这些乐钟
在出土时“大型一套 8 件，南北排列，甬均朝东，
小型的一套 8 件，位置偏南，被大钟所压”④，说
明正是分作两列直线分布的。甚至当出现不同类型
的乐钟相互搭配使用时，也仍然遵循这样的线性摆
放原则：如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 M111（曾侯犺）中，
共随葬 4 件甬钟与 1 件镈钟，出土时“皆钟口朝下，
一字排开”⑤，证明即是成一列摆放的 ；甘肃礼县
大堡子山秦国祭祀坑 K5（春秋早期）中，出土 8
件甬钟与 3 件镈钟搭配，但镈钟与甬钟仍是成一列
摆放（图 2）⑥。春秋之后，乐制繁复，镈钟、钮
钟相继成为独立的编列，但也仍是分作不同的钟列
成上下式直线分布。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河南新郑礼
乐祭祀坑，其中 K1、K4、K5、K7、K8、K9、K14、
K16 之内均为镈钟 4 件、钮钟 20 件，且分作三列陈
设，即镈钟一列、钮钟两列各 10 件。钟虡痕迹仍在，
正为上、中、下三层结构，未见任何折曲。⑦
①  郭宝钧 ：《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 年，第 46—47 页 ；关于汲县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及国
别，陈昭容《论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及国别》对诸家意见有较好的梳理，《中原文物》2008 年第 3 期。
②  方勤、胡刚 ：《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曹门湾墓区考古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5 年第 3 期。
③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长治市博物馆 ：《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 年。
④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 年第 7 期。
⑤  方勤 ：《叶家山 M111 号墓编钟初步研究》，《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 期 ；方建军 ：《论
叶家山曾国编钟及有关问题》，《中国音乐学》2015 年第 1 期。
⑥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 ：《2006 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迹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 11 期。
⑦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郑祭祀遗址》，大象出版社，2006 年 ；新郑金城路编钟和城市信用社编钟
也是如此配置，参看赵世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大象出版社，1996 年。
图 2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乐器坑出土甬钟与镈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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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春秋晚期之后，与墓葬中编钟的配列方式
变革一起，许多贵族开始将随葬的钟磬成 90 度折
曲摆放，进而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多面“乐悬制度”。
曾侯乙编钟的折曲形制早已被学界所熟知，其出土
编钟、编磬皆位于中室，编钟钟虡成 90 度折曲，
6 件钮钟、11 件甬钟与 3 件大型甬钟成上、中、下
三列悬挂于南侧钟虡上，其余编钟则位于西侧钟虡
上，一组编磬又位于北侧，单独成列，这样恰构成
了一个三面长方形的曲尺空间（图 3），①与西周至
春秋早中期的直线式摆放截然不同。
①  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 ：《淅川下寺春秋楚墓》，
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 51 页。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 ：《淅川和尚岭
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 年，第 46 页。
图 3　曾候乙编钟的折曲钟磬
实际上，近年来我们又陆续发现了众多如曾
侯乙编钟一样的折曲钟磬实例，从而认识到这是春
秋晚期之后各地兴起的一种共通的随葬乐钟摆放现
象，今试依年代差别分述如下 ：
淅川下寺 M1 为春秋晚期早段楚国令尹蒍子冯
之夫人墓，属 5 鼎大夫级别。此墓随葬乐钟保存
较好，共为钮钟一套 9 件（敬事天王钟），皆位于
墓内中部东侧。其中 6 件（标号 20-25）呈南北
方向一线排列，3 件（编号 26-28）呈东西方向一
线排列，二者相连并正成 90 度折角，而编磬则基
本散置于三件编钟的一侧。与曾侯乙墓不同的是，
编磬是与其中若干件编钟置于同一侧，而非自成
一面。②
淅川和尚岭 M2 为春秋晚期蒍氏家族成员墓，
墓中残存铜鼎 7 件，系 5 件箍口鼎（口沿下部有一
圈凸棱承盖）与 2 件子母口鼎拼凑而成，故亦属大
夫级别。随葬乐钟保存完好，计有镈钟一套 8 件、
钮钟一套 9 件，是这一时期较为常见的乐钟组合形
式。其中 6 件镈钟与 9 件钮钟分上下两列沿墓葬南
壁放置，正如发掘报告所述（这些铜钟）“在随葬
时均悬挂在木质的钟架上，钮钟在上，镈钟在下”，
但另外 2 件体型最大的镈钟（编号 1、2 号）却单
独放置于东壁南角，与南壁的两列编钟相接并正成
90 度折角，同时一套编磬 12 件则位于 2 件编钟的
对面，这样便也构成了一个三面长方形的曲尺空间
（图 4）。③而且使用编磬自成一系的做法亦与曾侯
乙墓相近，但将本为完整的成套镈钟拆散开来，分
置于转角两侧的举措又与上述下寺 M1 类似，说明
葬钟在折曲陈设时是较为随意和多样的，此外，墓
主人显然并非诸侯等级，这又体现出其在等级制度
上的紊乱。
图 4　淅川和尚岭 M2 出土编钟与编磬的折曲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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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始侯古堆一号墓（春战之际）随葬乐钟包
括镈钟 8 件、钮钟 9 件。这些铜钟皆被置于陪葬
坑的东南隅，未被盗扰，出土时“呈东西相并排
列……铜镈钟 8 枚，靠南壁 6 枚，另外最大的两枚
放在东壁与南壁的拐角处……铜编钟 9 枚，置于编
镈的北侧，东西排列在一条线上”，同时钟架痕迹
尚存，正为两条平行的彩绘横梁（编号 18-1、2），
且 18-1 横梁上的长方形孔皆与钮钟相对，说明其
正是悬挂这些钮钟的，那么 18-2 自然配属于镈钟
编列，钟架座也仅有两个（编号 18-3、4），分布
于南侧两列编钟的两端（图 5）。由此可见其排列
方式与上述和尚岭 M2 基本一样，主体编钟成上下
两列陈设于南壁，并有钟虡遗痕，而两件体型最大
的镈钟则单独放置于东壁南角，二者构成 90 度的
折曲形式，但特别的是，这座墓葬中并未见到编磬
搭配。①
图 5　固始侯古堆 M1 出土编钟的折曲摆放
淅川徐家岭 M10 为战国初年蒍氏家族成员蒍
子昃之墓，墓中出土束腰平底升鼎 5 件，故同属大
夫级别，随葬编钟亦为钮钟 9 件、镈钟 8 件。钮钟
皆置于墓内东南角，成一列分布，镈钟则位于其前
方，其中 6 件成一列平行分布，而另有两件较大者
（编号 7、8）成 90 度置于东侧，与和尚岭 M2、固
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葬钟摆放形式几乎一致，均将
镈钟拆解为 6+2 两组，只是一套编磬散置于编钟
西侧，由于出土位置凌乱，尚难以辨认其与编钟的
具体位置关系。不过这座墓葬中保存的钟架座也仅
有两个，分别编号 66、67，位于南侧编钟的两端，
而在东侧 2 件编钟的附近是并没有见到钟架座或钟
架遗痕的（图 6），表明它们是被特意取下来放置
于此。②
图 6　淅川徐家岭 M10 出土编钟与编磬的折曲摆放
前述战国中期随州擂鼓墩二号墓所出 36 件甬
钟在墓内也呈折曲摆放 ：29 件在椁室南部靠南壁
成列式两排陈设，其中 16 件甬钟自成一列，而其
他 7 件甬钟则与 6 件镈钟同列，且 5 件甬钟塞于
94 号大钟钟体内，应当是为了节约空间之用。另
有 7 件编钟（2 件大钟、5 件小钟）又被单独置于
墓内西壁，亦成一列摆放，故发掘者推测应是使用
了曲尺形钟虡。不过与上述诸墓不同的是，该墓编
钟是将上下两列皆成折曲摆放，而且为了适应墓葬
空间的限制，而有意将原本成列的编钟打乱，叠置
在一起。此外该墓编磬主要与南壁编钟平行放置，
而并未如曾侯乙墓、淅川和尚岭 M2 一样形成独立
的一面乐悬（图 7）。③
图 7　擂鼓墩二号墓出土编钟的折曲摆放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固始侯古堆一号
墓》，大象出版社，2004 年，第 48 页。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淅川和尚岭与徐
家岭楚墓》，2004 年。
③  随州市博物馆 ：《随州擂鼓墩二号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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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蚌埠钟离君柏墓中，随葬乐器皆位于南椁
室，为钮钟一组 9 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编磬
一组 12 件。编钟成一列沿北壁放置，而编磬则自北
向南平行于东壁陈列，正与编钟形成 90 度折角。①
这种由编钟、编磬各自构成独立的折曲形式又与曾
侯乙墓相近。
近来发掘的湖北枣阳曹门湾 M1 可能亦是春秋
时期一代曾侯墓葬，并出土有钟虡遗痕，恰成 90
度的折曲形式，只可惜编钟皆被盗扰，配列方式不
明，故不再赘述。②
其实这种折曲钟磬的形制不仅多见于南方楚地，
中原地区亦有发现。如山西潞城潞河 M7 为战国早
期五鼎级别贵族墓葬，随葬乐器包括钮钟 8 件、镈
钟 4 件、甬钟 16 件（分为两组）以及编磬 10 件。
由于木质钟架易朽，故并未使用钟虡而全部取下成
列放置，这也是北方地区随葬钟磬的常见做法。其
中 8 件甬钟分布于墓内北部，沿北壁成列放置，而
其余钟磬则皆成一列置于墓葬南部，沿南壁放置，③
从形制上看，正构成了一个对向分布的乐钟空间。
洛阳西工区 M131 为战国中期 5 鼎贵族墓葬，
出土甬钟 16 件，分为两组各 8 件，是这一时期较
为常见的乐钟组合。其在墓葬内的摆放形式亦颇为
特别 ：其中 8 件甬钟成一列分布于墓内东侧，从北
向南依次由小到大，而另 8 件甬钟则成一列分布于
墓内南侧，从西向东依次由小到大，两列编钟恰成
90 度折角，而一列编磬则位于东侧编钟的北部④。
由于墓内仅随葬了青铜礼乐器，所以节余空间十分
宽敞，乐钟陈列并不受到空间的限制，那么如此特
殊摆放显然是颇具礼制深意的。
东部地区则可举江苏邳州九女墩 M2、M3 徐国
贵族墓为例。九女墩三号墓为春秋晚期徐国王室墓
葬，虽然出土铜鼎三件，但随葬乐器却有甬钟 4 件、
钮钟 9 件、镈钟 6 件、编磬 13 件，在墓中亦成折
曲形式陈设 ：1 号镈钟与编磬位于北侧成一列摆放，
2—6 号镈钟与 9 件钮钟在东侧成一列摆放，4 件大
型甬钟则在南侧成一列摆放，所有乐器恰构成一个
长方形的曲尺空间（图 8）；⑤而在战国初年的九女
墩二号墓中，亦出土铜鼎三件，但随葬乐器仅有镈
钟 6 件、甬钟 8 件及编磬一套。不过这些乐器同样
被有意摆放成长方形的曲尺形状，即每列镈钟、甬
钟与编磬各占一面，镈钟在北侧，甬钟在东侧，而
编磬在南侧。虽然乐钟组合有别，但摆放的形式却
与九女墩三号墓是十分相近的。⑥
图 8　江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编钟、
编磬的折曲摆放
从上述诸多实例可以看出，在春秋晚期至战
国初年，不同地区的贵族都开始将随葬钟磬折曲摆
放，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葬仪。尤其是许多贵族墓
葬内空间其实仍十分宽敞，随葬乐器并不受到空间
的限制，但仍然作如此特殊的陈设，显然是蕴含了
深刻的礼制含义。虽然目前这种摆放形式仅见于墓
葬资料，并不能够完全等同于贵族生前的乐钟使用
①  阚绪杭主编 ：《钟离君柏墓》，文物出版社，
2013 年。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苗与南土—湖
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二五”期间重要考古收获》，
江汉考古编辑部，2016 年，第 79 页。这座墓葬的年
代属春秋早期，如果折曲钟虡遗痕确定无误的话，那
提示我们曾国可能在折曲摆放钟磬的实践上具有重要
的开创性意义。
③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晋东南地区文化局：
《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战国墓》，《文物》1986 年第 6 期。
④  蔡运章等 ：《洛阳西工 131 号战国墓》，《文物》
1994 年第 7 期。
⑤  孔令远、陈永清 ：《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
的发掘》，《考古》2002 年第 5 期。
⑥  南京博物院等 ：《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二号墩发
掘简报》，《考古》1999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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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且数量上也并非十分巨大，但至少能够表明，
这些贵族在生前已经具备了将金石之器多面环绕的
意识，并在死后继续如此展现。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上述墓葬中的折曲钟磬其实缺乏统一的形式规范，
既有将镈钟拆解开来分两面摆放的现象，也有将甬
钟与镈钟共置于一面的情况，同时编磬是否作为单
独的一面乐器也是因人而异、各有不同，可见虽然
贵族们逐渐接受了折曲钟磬的摆放原则，但在具体
展现形式上却颇具弹性，而没有绝对一致的标准。
当然，这也是由于墓葬这一特殊载体的制约，既有
空间上的特定要求，同时也与不同贵族如何看待生
死的观念息息相关。
三、乐钟随葬制度变革的影响
如上所述，春秋晚期的乐钟葬制变革具体表现
在两方面 ：其一是对单类乐钟的偏好。以单类乐钟
所构成的葬钟编列逐渐取代传统的三元组合编钟系
统，在南方以曾国的甬钟偏好为核心，全套葬钟内
只见甬钟，而在北方则以晋国的镈钟偏好为核心，
全套葬钟内只使用镈钟 ；其二是新的随葬乐钟摆放
形式—折曲钟磬逐渐成为各地贵族们的共识。这
两种乐钟埋葬制度的变化又对战国礼制产生了深远
影响，同时也为战国时期礼典文献的成书奠定了重
要的基础。
首先，从乐律的角度看，全套甬钟或镈钟配列
的出现，意味着音律对于乐钟类型的束缚被消除，
钮钟、甬钟、镈钟不再囿于高、中、低音的限制，
同一类型的乐钟即可满足各种乐律要求。因此，战
国之后，不同类型乐钟之间相互替代的现象便层出
不穷；同时，编钟尺寸也不如昔日一样，遵循钮钟、
甬钟、镈钟依次增大的趋势，而呈现出多样和随意
的局面。
在上举邳州九女墩 M3 中，便可以见到体型最
大的不再是传统的镈钟，反而是 4 件甬钟，而且
以 4 件成组的方式在这一时期也是属于镈钟的器
用制度（甬钟基本以 8—10 件成组），所以墓主人
应是以甬钟来替代镈钟使用。①再如河南陕县后川
M2040（七鼎贵族）中，出土编钟包括陶甬钟 16
件（分为 2 组）、镈钟 9 件、钮钟 9 件，但又有大
型的甬钟 4 件，尺寸远大于其他的乐钟，②故而也
是“以甬代镈”的现象，而 9 件一组的镈钟又采用
的是以镈代钮的做法，显示出其与晋国礼制系统的
深厚渊源。
类似的现象亦频繁见于南方楚地，像湖北枣阳
九连墩 M1 战国中期楚国高级贵族墓中（升鼎 5 件），
据发掘者王红星先生介绍，北室出土编钟 34 件，“有
上、下两层，下层甬钟一组 12 件，上层钮钟二组
各 11 件”③。而在等级相近的荆州天星观 M2 邸阳
君潘乘夫人墓中，也恰出土了 34 件编钟，但编列
结构却为钮钟两组各 12 件、镈钟 10 件，分作两列
悬挂于一架钟虡之上。这两套乐钟内的钮钟均采用
“咬合式衔接法”，形成带有“商角”“羽曾”“商曾”
等偏音的七声音列，④但与主钟搭配的既可以是 12
件甬钟，也可以是 10 件镈钟，说明它们可以实现
相近的音律要求，自然这些贵族在选择钟型时就不
再存在绝对的标准了。
另在业已发掘的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山东洛庄
汉墓（乐器坑）和江苏大云山一号汉墓等汉代诸侯
王墓葬中，均出土 5 件甬钟、14 件钮钟搭配的乐
钟组合，分作上下两列陈设，⑤应是汉代这一等级
常用的乐制。而如果回顾两周时期的乐钟制度，便
可以知道 5 件一组实则是镈钟的编列方式，但汉代
之后镈钟消失，工匠们便用甬钟来代替镈钟使用，
而且在乐律上也同样仅起着节音的作用，⑥可见春
秋晚期以来的乐制变革理念一直持续影响至汉代。
①  孔令远、陈永清 ：《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
的发掘》，《考古》2002 年第 5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陕县东周秦汉
墓》，科学出版社，1994 年。
③  湖北省博物馆编 ：《九连墩—长江中游的楚
国贵族大墓》，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19 页。
④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 ：《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
文物出版社，2003 年。
⑤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 ：《西汉南越王墓》，
文物出版社，1991 年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 ：《山东
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 年第 8
期 ；王子初 ：《洛庄汉墓出土乐器述略》，《中国历史文
物》2002 年第 4 期 ；方建军 ：《洛庄汉墓 14 号陪葬坑
编钟研究》，《音乐研究》2007 年第 2 期 ；王清雷 ：《章
丘洛庄编钟刍议》，《文物》2005 年第 1 期 ；南京博物
院等 ：《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
古》2013 年第 10 期。
⑥  南京博物院等 ：《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
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 年第 10 期。
中国音乐学（季刊）2019 年第 4 期50·   ·
其次，曾、晋等国这两种新的葬钟配列方式无
疑开启了一种将随葬乐钟简化的趋势，无论是铸造
者还是演奏者，当只需关注于一类乐钟的铸造和演
奏时，自然会节约相应的资源、时间和精力。因此，
战国之后，这种理念持续发酵，进而催生出另一种
新的葬钟配列方式—钮钟配列，①也就是高级贵
族墓内的全套编钟只有钮钟，而不再采用各种类型
乐钟混搭的模式，同时编钟列数也简化为一列。如
著名的信阳长台关 M1、M2 中，均只出土了 13 件
一组的钮钟（M1 为铜质、M2 为木质），悬于一虡
钟架之上。且 M1 遣策中（简 2-018）正记为“乐
人之器，一槃桯首钟，小大十又三”，可知并无缺
失。这两座墓葬的主人均属于楚国的封君，等级上
高于上述淅川和尚岭 M2、徐家岭 M10、九连墩 M1
等墓葬，所以若依照传统礼制，自然应是甬、钮、
镈钟三列齐备，但在战国时期新的乐钟埋葬理念下，
就仅被简化为一列的成套钮钟了。②此外，像河南
上蔡楚墓（封君级别，13 件钮钟）、山东临淄商王
村 M2（14 件钮钟）、河北平山 M1 战国中山王墓（西
库内出土一组 14 件钮钟）、四川涪陵小田溪战国墓
（14 件钮钟）、传世羌钟（14 件钮钟）等出土编钟
莫不如此配置。③如果不明晰春秋晚期以来的乐钟
葬制简化趋势，自然就无法理解这些与身份等级不
相匹配的乐钟组合，实际上他们的制度源头皆在春
秋晚期，遵循的是曾、晋两国开启的乐钟埋葬制度
的变革理念，并持续影响至汉代。
最后我们再来看折曲钟磬的摆放形式在乐器制
度史上的重要意义，显然他与礼制文献中的“乐悬
制度”联系最为密切。在《周礼·春官·小胥》篇
中有关于这一制度的简略记载 ：“正乐悬之位，王
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辨其声。
凡悬钟磬，半为堵，全为肆。”自汉世以来，这一
制度便深受历代注经者的关注。郑玄引郑众之说释
为“宫悬四面悬，轩悬去其一面，判悬又去其一面，
特悬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宫室四面有墙，故谓之宫
悬。轩悬三面，其形曲，故春秋传曰 ：‘请曲悬繁
缨以朝’，诸侯之礼也……玄谓轩悬去南面，辟王也。
判悬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悬悬于东方，或于阶
间而已”，即天子使用四面钟磬，诸侯、大夫、士
等级依次降差。但是，由于经文简短，并未言明各
悬的实际构成情况和音律搭配原则，是以后世在乐
悬制度的具体形式上诸说迭出，莫衷一是。清代学
者江藩曾作《乐悬考》一文，简略梳理了历史上的
乐悬诸说，“公彦以八音八风释康成二八之义，是
已……自有服（十九钟）说，而编磬、编钟之制，
紊乱不伦 ：有设十二钟于辰位，四面设编钟、编磬
者，北齐也；以钟磬七正七倍而悬十四者，后周也；
以浊倍三七而悬二十一者，梁武也；以钟磬参悬之，
正声十二、倍声十二而悬二十四者，魏公孙崇之说
也 ；主十六枚之说，又加以宫商各一枚者，隋牛宏
之说也。言人人殊，茫无定说”，足见这其中的混
乱局面。④
其实在《仪礼》书中的《乡饮酒礼》《乡射礼》
《燕礼》《大射礼》诸篇也有关于周代贵族宴飨用乐
的记载，尤其是《大射礼》更涉及演奏时钟、磬、笙、
鼓的具体摆放位置，故可成为探讨乐悬制度的重要
补充 ：“乐人宿悬于阼阶东。笙磬西面，其南笙钟，
其南镈，皆南陈。建鼓在阼阶西，南鼓 ；应鼙在其
东，南鼓。西阶之西，颂磬东面，其南钟，其南镈，
皆南陈。一建鼓在其南，东鼓 ；朔鼙在其北。一建
鼓在西阶之东，南面。簜在建鼓之间，鼗倚于颂磬
西纮。”⑤台湾学者曾永义即根据这一记载，对“乐
悬制度”的不同摆放形式做出了很好地复原，主要
遵循以下三个重要的原则：一是乐悬诸面的钟、磬、
①  需要说明的是，春秋时期以来单纯的钮钟配列
就已经出现，像侯马上马 M13 便只出土了 9 件一组的
钮钟，不过这一时期主要局限在较低等级的贵族墓葬
内，与高等级贵族所采用的三元组合编钟系统形成等
级上的差异。而这里提到的战国时期的钮钟配列则主
要是指高等级贵族在简化乐钟的理念下，所使用的一
种编列方式，而替代了原有的多列组合编钟系统。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
1986 年。
③  驻马店地区文化局：《上蔡发现一座楚墓》，《中
原文物》1990 年第 2 期 ；淄博市博物馆、齐故城博物
馆 ：《临淄商王墓地》，齐鲁书社，1997 年 ；河北省文
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
1995 年 ；四川省博物馆、涪陵地区文化局 ：《四川涪
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 年
第 5 期。
④ ［清］江藩 ：《乐悬考》，转引自曾永义《仪礼
乐器考》，台湾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12 页。
⑤  胡培翚：《仪礼正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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镈基本对称，数量相当 ；二是乐悬诸面并不连接，
各自采用独立的钟虡，这样方能便于移动和演奏 ；
三是乐悬制度中编钟与编磬均是处于同一面上的，
不存在将编钟、编磬拆解为两面的现象。①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再检视上述考古资料的话，
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与礼经记载相一致的例子，无论
是具体摆放形式还是等级差异上，现实情况都呈现
出颇为多样、随意的局面，仅以轩悬制度而言，就
可以看到曾侯乙编钟、薳子受编钟、九女墩 M3、
M2 等四种截然不同的摆放形式，而身份也包含了
诸侯、卿大夫等不同层级。这一方面固然可以部分
归结于墓葬资料的特殊性，但另一方面也表明，礼
典文献的记载虽然是以现实的礼制实践为蓝本，但
其编撰却又是一时、一地之功，并很可能掺入了后
世学者的一些理想化成分，所以并不能完全涵盖现
实中的诸多礼制现象。我们可以说，经书中的“乐
悬制度”确是依据春秋晚期以来的礼制实践而创作、
整理的，②并进而说明《仪礼》《周礼》中相关篇章
的成书当在战国之后。但同时，我们又不能盲从于
文献所述，而应充分认识到现实礼制实践的多样性
和礼制文化的多元性。
结语
春秋晚期阶段，贵族墓葬中的随葬乐钟出现了
两方面显著的制度性变革 ：一方面是对单类乐钟的
偏好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以甬钟、钮钟、镈钟所构成
的三元组合编钟系统，在南方的曾国墓葬出现了全
新的甬钟编列方式，即全套编钟仅以甬钟构成，而
北方的晋国墓葬则出现镈钟编列方式，全套编钟只
用镈钟而不见甬、钮钟。这两种革新性的葬钟组合
方式对于战国礼制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使得
乐钟类型之间的约束被打破，钟型相互替代的现象
层出不穷，也导致了战国中期之后随葬乐钟组合的
不断简化，以致如羌钟一样的全套钮钟编列方式的
盛行，这其中蕴含的乐制变革理念自然是一脉相承
的。另一方面，从春秋晚期开始，随葬编钟的摆放
形式亦出现显著变革，折曲钟磬逐渐成为贵族们的
共识并在各地涌现，虽然它们之间缺乏统一的形式
规范，但无疑是贵族们将金石之器多面环绕的礼制
意识的反映，并为战国之后礼典文献中有关“乐悬
制度”的创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葬钟配列方式与摆放形式的双重变化是春秋晚
期乐钟埋葬制度变革的核心体现，不仅为探讨战国
乐钟葬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亦为理解这一
时期的“礼崩乐坏”局面开辟了全新的视角。
当然，还需补充说明的是 ：首先，我们所使用
的主要是墓葬中的乐钟资料，但墓葬作为一类特殊
的物质载体，其随葬品的选择、陈设自有其法度、
准则，并受到空间、财富、政治以及观念（如明器
编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贵族
生前的礼仪活动，葬制不能涵盖礼仪活动的全部。
所以我们既不能简单依靠墓葬资料来尝试复原周代
祭祀、宴飨等礼仪活动中的用乐制度，也不能简单
凭借统计分析来解释问题，而需充分意识到墓葬资
料的多样性。虽然一些贵族墓葬中并未采用上述的
乐钟配列或摆放形式，但并不表明他们就不具备这
样的礼制意识；其次，东周列国文化虽然同出一源，
但亦“渐行渐远”，各地礼乐制度的差异性是不容
忽视的。而礼典文献的创作又是一时、一地之功，
势必无法全面地涵盖各地的礼制实践情况，所以我
们在对待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时，既不能盲目地苛
求一致，更不应该互相否定彼此，而应意识到他们
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异性，进而可以利用这种差异性
来探讨礼制文献的成书等问题。
附言 ：在山西临汾陶寺北墓地 2016 年发掘的
M1 五鼎贵族墓中出土编钟一套 8 件，均为镈钟，
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也属于晋国典型的镈钟
编列，但 M2 同属五鼎等级，编钟却是钮钟 9 件一套。
另在信阳长台关发掘的战国中期 M9 中出土完整编
钟一套，经博物馆实地查验，其由 9 件镈钟、9 件
钮钟共同组成，分上下两列悬挂。镈钟 9 件一组显
然遵循的是甬钟或钮钟的编列制度，所以这里也是
以镈代甬（钮）的现象，同时镈钟呈折曲形制摆放，
2 件较大者在一侧，7 件较小者在另一侧，与上述
和尚岭等诸楚墓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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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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